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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雷经天的司法思想是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的典型体现。苏维埃司法的政法传

统、边区司法正规化改革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潮流是其思想的主要来源。围

绕新民主主义司法观，雷经天提出了在司法组织上贯彻民主集中制，在法官队伍建设中

加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融合，在六法全书援用中将政治立场与司法实践适度分

离，在司法程序中坚持司法民主、发展司法便利等系列观点。其思想贯穿着革命性和实

践性思维的特点，是时代背景与个人经验综合作用的产物。

关键词：雷经天　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　革命根据地法制史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从清末变法修律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建立，中国近代以来司法思想及

制度的演进，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司法独立、法官专业化及程序规范化等主要内涵。

而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创建革命根据地政权，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从实践中探

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并最终发展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抗战时期

的陕甘宁边区 （以下简称 “边区”），因其相对稳定的后方环境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为新民主主

义司法思想的充分孕育和展现提供了条件，是一枢纽性的时期，而雷经天便是这一时期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人物。

雷经天 （１９０４—１９５９年），广西南宁人。自幼受到家庭中进步思想的熏陶，在中学及大学期

间就是学生运动的领袖。１９２５年入党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参与领导和

创建了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并当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后，因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

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两次被开除党籍。１９３６年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次年７月，雷经天到刚

刚成立的边区高等法院工作。在７年零８个月 （１９３７．７—１９４５．３）之间，雷经天先任庭长及代理

院长，后来担任院长职务长达６年，还先后兼任边区法令研究委员会委员、延安大学司法系主任

等众多与法制相关的职务，在边区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有关雷经天司法经历的材料主要保存在档案资料中，因档案资料整理的繁复和滞后影响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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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笔者承担的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陕甘宁边区司法规范化改革研究 以政府审委会为视角” （批准号：

０８ＪＫ１７１）的前期成果之一。



关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对雷经天的研究虽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但直至本世纪初，仍集中于对

其革命历史及功绩的回忆与梳理。〔１〕近两年来，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其法律思想，但因资料所限

及内容侧重不同，对于其司法思想的探讨缺乏系统性，亦不够深入。〔２〕本文作者参与了陕甘宁

边区高等法院史料的整理工作。现以其中数十卷珍贵的司法档案为主要材料，将雷经天的司法思

想置于边区法律史及革命根据地法律史发展的视野中，并与边区的司法实践联系起来，考察其思

想渊源及主要内容，然后尝试对其特点、成因及历史地位加以分析。

一、雷经天思想的主要渊源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的形成时期，正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向抗日民

主政权的转型和后者的初创时期，苏维埃司法制度的 “政法传统”、随司法改革而展现的司法正规

化思想以及以整风运动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潮流，成为影响其司法思想的三大主要渊源：

（一）苏维埃 “政法传统”的承续

雷经天司法思想的现实基础是边区的司法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方面都延续了此前苏维埃政

权时期的做法。〔３〕雷经天称之为 “承受过去苏维埃政权时代司法制度的革命传统”。〔４〕

苏维埃司法的革命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司法的功能定位。它 “以适应革命战争

为司法机关工作的中心任务”，以镇压反革命和保护工农利益为其主要功能，以巩固苏维埃政权、

保障革命胜利为其目的。〔５〕其次，法官选任。苏维埃政权从有选举权的革命群众中而非专业的

知识阶层中提拔司法人员。这一选任方式使革命政权的法官队伍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大众化道路。〔６〕

第三，司法程序的群众性。基于政权的民主性质，苏维埃诉讼程序把法庭看成是 “群众的法庭”，

这种群众性既体现在工农兵群众对于诉讼活动的广泛参与、监督，也体现在诉讼程序上为民、便

民思想与制度的萌芽。〔７〕可以说，这一传统既是边区司法制度建设的基础，也是雷经天司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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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王林涛：《雷经天传》，《广西大学学报 （哲社版）》１９８２年第２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编：《重拾

历史的记忆 走进雷经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主要成果有赵金康：《论雷经天的司法思想》，《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李娟：《革命传统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

的交锋及其深远影响 陕甘宁边区１９４３年的司法大检讨》，《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前文是对雷经天司

法思想的宏观勾勒，后文侧重于雷经天等对于审级制度、司法独立及司法专业化的认识。

边区高等法院的前身为１９３７年２月成立的苏维埃中央司法部。该部于２月１３日、２２日发布了一、二号训令，其中

强调司法机关的任务在于 “镇压民族反革命，保证人民一切利益，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和部队”，“应选正直而有

革命历史的同志负担司法工作”，“中央前颁布的各级裁判组织纲要，现仍有效”，并规定了三级两审制度、检察制度

及陪审制度等，仍主要是苏维埃司法制度的延续。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志编委会：《延安地区审判志》附录，

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１１页；及 “中央政府司法部改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

中央档案馆合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０５页。

《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１９３８年８月），载前引 〔３〕，中央档案馆编书，第１６３页。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４日），见彭光华主编：《人民司法摇篮 中央苏区人民司法资

料选编》（内部资料），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印。第１３０页。

１９３２年６月９日的 《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裁判部长及工作人员由中央司法部委任，须有选举权的

十六岁以上的人担任。《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命令 第十四号 对裁判工作的指示》（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０日），“必须依照

司法人民委员会第八号命令将各级裁判部的工作人员充实起来，应增加的工作人员，从速到下级及群众中去提拔。”

前引 〔５〕，彭光华主编书，第５６页，第１１５页。

参见曾维东、曾维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史》第十一章第三节 “审判工作的群众性”，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３２２页。《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４日）中指出：“法庭由三人组成，以裁判部长或

裁判员为主审，其余二个陪审是由群众团体选举出来。所以，苏维埃的法庭，就是群众的法庭，在工农群众监督之

下进行工作。”《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 第十二号 裁判条例》（１９３０年５月），“十、人民诉讼，口头书面均可，废除

旧时形式及收费的劣习。”前引 〔５〕，彭光华主编书，第１３０页，第７０页。



想的核心。

（二）随司法改革而展现的正规化思想

当时国民政府的六法体系在边区具有合法的地位，这给边区司法提出了如何具体援用的问

题。随着１９４２年６月至１９４３年底边区司法改革的进行，这一问题发展为一个具有方向性的难

题，即 “革命根据地司法向何处去”。六法体系中所蕴涵的西方理念，在司法改革中以 “正规化”

要求展现出来。这次改革由李木庵等一批来自国统区、具有法律专业学历背景的人士推动，以实

行三级三审、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促进诉讼程序的规范化等为内容，目的在于实现边区

司法与国统区、与西方现代司法制度的接轨。但改革中显露出来的司法独立倾向、照搬六法全书

等做法，与边区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环境发生了冲突，被认为是 “国民党化”而告终止。〔８〕一方

面，与改革中以 “国民党化”体现出来的正规化思想相对，雷经天充当了革命法制 “政法传统”

的捍卫者；另一方面，雷经天也受到了正规化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潮流

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在于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

结合、探索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身为边区政府的高级干部和老党员，雷经天经历了整风运动的

全部过程。他于１９４２年６月离职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直至１９４３年底。这次理论教育运动为雷经

天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尤以 《新民主主义论》及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影

响最为显著。

１９４０年１月９日问世的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和

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名著，迅速成为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３月１２至１３日，林伯渠在边区党政

联席大会上做了 “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阶段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在阶级

基础、组织原则、政策、制度、工作方法及干部要求等六方面的具体内容，并提出 “向着新民主

主义的方向，来争取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９〕这可以说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具体化。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 “法律是由统治者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的表现”，经过列宁的阐发，

以及苏联法学家维辛斯基的完善，成为以 “统治阶级意志”、“专政工具”和 “经济条件决定论”

为核心的法学理论。〔１０〕通过整风运动中的理论教育运动，这一法律观也成为抗日根据地法制建

设的指导性理论。如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和超阶级的法

律，“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 ‘司法独立’实际常成为统治阶级掩盖专横的工具”。边区政权则通过

政府领导高等法院， “一方面能使司法为目前政治的需要服务，另一方面可扫除司法假称 ‘庄

严’，政府 ‘推诿’司法而实则舞弊的积习。”〔１１〕

如果说继承了苏维埃传统的边区法制是雷经天司法思想的制度基础，在边区司法改革中展现

的正规化思想为雷经天提供了一个对比强烈的参照系，那么，新民主主义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法律

观则为其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在 “新民主主义司法的依据”中，雷经天将上述理论列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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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当时的司法改革在司法人员的专业化、三级三审制的建立及主张适用六法全书等方面的确呈现出向国民

政府法制趋同，但这种趋同绝非简单地向国民政府法制的靠拢，而是在边区政治体制及司法环境框架下的融合性努

力，推动了边区司法制度的建设，最为典型的如 《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条例 （草案）》和 《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

（草案）》的拟定及在高等法院内部的试行、《陕甘宁边区刑民事案件和解条例》的颁布、施行等。参见侯欣一：《陕

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司法制度改革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科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二辑），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２页以下。

参见蔡定剑：《阶级斗争与新中国法制建设 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法学》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４１年４月），载前引 〔９〕，陕西省档案馆编书 （第三辑），第１７１页。



大段引用原文，〔１２〕足见影响之深。

二、雷经天的新民主主义司法观

（一）“新民主主义司法”与 “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概念的提出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的雏形在１９３８年８月的 《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一文中已经

显现，但明确提出 “新民主主义司法”与 “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的概念及初步认识，则是在

１９４０年的边区政府学习研究会上。雷经天在会上做了 “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报告，对 “新

民主主义司法制度”创立的根据与特点、“新民主主义司法权”的运用问题进行了分析。〔１３〕在这

份报告中，雷经天从权力与制度两个角度，明确提出了 “新民主主义司法”与 “新民主主义司法

制度”两个重要概念。之后，１９４１年 “在边区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４３年 “关于改造边区

司法工作的意见”以及在边区政府司法工作检讨会议上的发言中，〔１４〕他对于此概念的内涵有进

一步的明晰和充实。在笔者看来， “新民主主义司法”与 “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两个概念中，

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下文首先关注的是雷经天在权力意义上的新民主主

义司法，而将其对制度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司法的理解放在第二部分。

（二）“新民主主义司法”的性质、功能与特点

现有文献中，尚未见到雷经天对于 “新民主主义司法”概念内涵的集中、完整和明确的界

定，但从他对于司法权的一般意义、 “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及 “新民主主义法律”的阐述中，

可以清晰看出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司法权的性质、功能与特点的认识。

在雷经天看来，司法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是暴力机器。他引用列宁 《国家与革命》中的论述

来说明这一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它建立一种 ‘秩

序’，使这种压迫成为 ‘合法’的。国家是社会政权的建立，构成这个政权的不仅有武装力量，

而且还有它的附属物 监狱及其它种种强迫的机关。”雷经天解释说：“这里所谓的 ‘秩序’就

是法律、监狱及其它种种强迫机关，就是执行法律的机关。这就是司法工作，在国家的政权中是

不可缺少的，而且占着一个必要的地位。”〔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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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档案馆全宗１５－８９：《雷经天院长在边区政府学习研究会上关于 “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的报告提纲》卷

中，包括三个文件：（１）“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 在边区政府学习研究会上的报告提纲”，较为系统，本文简称为

“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２）“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为 （１）的提纲，本文简称为 “提纲”；（３）“关于法律诉

讼及人民仲裁问题的结论”，仅有简单的条目，列举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时效、刑罚、法规缺乏等问题。其中 （１）

署名雷经天，后两者无署名，从内容看，作者应是雷经天。该文献未注明写作时间，但 （１）中有 “现在只能够就这

三年来实际工作所感觉的和知道的一点来说明”一句，及雷经天从１９３７年７月始任职高等法院的时间推测，此三文

件形成的时间约在１９４０年后。档案卷封上亦注明１９４０年。雷经天在 “提纲”中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据部分，

列举了六点，要点为：１．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政体、国体的论述；２．作为执行法律的机关 司法机关的

性质及功能；３．建立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的必要性；４．新民主主义司法必须要适合于各阶级人民的需要，给人民

以最大的便利；５．新民主主义司法的创造不能蹈旧袭新，而要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６．新民主主义司法的

主要任务是适合于抗战需要，维护革命秩序。全宗１５－８９。本文引用的档案资料全部来自陕西省档案馆。

１５－８９：“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

分别见：１．侯欣一整理：《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

论集》（第５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７７页以下。２．全宗１５－１４９：《高等法院雷经天院长关于边区司法工

作检查情况和改造边区司法工作的意见》（１９４３年９月３０日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其中包括两个文件： （１）雷经天：

“关于边区司法工作检查情形”（１９４３年９月３０日）；（２）雷经天：“关于改造边区司法工作的意见”（１９４３年１２月

１８日），本文简称 “改造意见”。３．全宗２－６８０：《雷经天同志的司法工作检讨及绥德县１９４４年司法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８日）。４．全宗１５－９６：《边区高等法院雷经天、李木庵院长等关于司法的检讨会议发言记录》（１９４３

年１２月１０日）。全宗１５－６８０与全宗１５－９６合起来为一次会议的记录内容，被误分到两个全宗中。

雷经天：“提纲”，全宗１５－８９。



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雷经天指出，这需要从法律的阶级性来理解，因为

“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不同的阶级社会，有不同的体现其统治阶级意志、保护统治阶级利

益的法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是各个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是真正保护各个抗日阶级的利益的法

律，它是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与以往所有旧的法律 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法律以及新的社会

主义法律有本质的区别。边区执行的法律，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法律。〔１６〕

雷经天说，历史上的权力行使方式分为独裁 （绝对集权）、分权及民主集权三种，苏维埃政

权的行使方式就属于民主集权。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政体观，新民主主义政权也在此

列。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工作就是整个政权工作的一部分， “则司法权应受议会 立法机

关的支配，但独立的行使其司法职权。”〔１７〕“司法工作也是在政权工作的整个领导之下执行政治

任务的，否则，就会使司法工作和整个的政权工作脱离开来，就不能完成整个政治工作的使命。

这是法律和政治的关系，也是司法工作的政治目的。”〔１８〕

为实现政治目的，新民主主义的司法肩负着多重功能。“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抗

战胜利，保卫民主政权，保持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１９〕雷经天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来说明：

“我们的法院，它不管别的，专门对付汉奸，对付破坏法律的人；以国法制裁破坏团结、破坏抗

战的分子。”他强调：“这是目前司法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必要适合于实

现这一任务的需要。”〔２０〕

雷经天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司法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平等性。“我们以为在新民主主义

的政权之下，实行真正彻底的民主，则一切的权力应属于人民。法院执行法律，主要的应该是保

护人民。”因此，公务员、军人与普通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二，统一性。即审判权 （包

括刑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及军事审判）、检察权与司法行政权均统一由法院行使。“唯有这样，司

法职权的行使才能够真正的统一。”其三，民主性 （人民性）。“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的建立，也

是以人民为基础”，因而人民得自行选举仲裁员、检察员，组织人民法庭，参加公审，以及成为

陪审员，直接参与司法权力的行使。〔２１〕

对于新民主主义司法权的认识，不仅是雷经天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形成的出发点，也是贯穿

于其司法思想全部内容中的核心认识。

三、雷经天新民主义司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边区法制初创的情况下，作为司法的主要领导人和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实际上担负着全面

建设新型法制的领导重任。为全面地展现雷经天的司法思想起见，下文在司法制度的整体意义上使

用司法一词，从司法组织、司法人才、“六法全书”的适用以及司法程序四个方面展开分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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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前引 〔１４〕，韩延龙主编书，第３７８页。

１５－８９：“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

前引 〔１４〕，韩延龙主编书，第３７９页。

１５－１４９：“关于改造边区司法工作的意见”（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全宗１５－８９。毛泽东所说的 “法院”，指的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见董必武：

《目前政法工作的重点和政法部门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载 《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９２页。

１５－８９：“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

狱政管理和罪犯改造也是雷经天司法思想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因为相关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本文不

再赘述。参见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一）司法组织观：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

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政体形式为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

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其主

旨在于发扬民主，集中权力，统一领导。边区政府体制即采取了这一原则，在议行分立的政权模

式下，法院隶属于政府部门，与行政各厅并列。不同者，法律中规定了审判独立，院长民选。不

可否认，这一设置既是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体现，也具有战时便于权力统一的

思想。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后，陕甘宁边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行政兼理司法的方式将司法组织系统

纳入政府的领导之下。１９４３年的 《陕甘宁边区简政纲要》中明确提出：“边区政府本身需要首先

贯彻民主集中制及统一领导的精神”，“边区政权既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则行政与司法的分立也就

没有意义。”〔２３〕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维汉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应贯彻到审判

工作中：“在制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民主集中制的一致精神的贯彻；从政府贯彻到法院，由

法院贯彻到分庭推事，一直到下面。你审判的对不对由上面统一来审核，审判错了你再重审，这

样才能保证党的全部领导。”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也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就是贯彻民主集中

制、领导一元化和群众路线的司法。〔２４〕显然，这是一个强大的将司法权力行政化的思想和制度

背景。它从机构到司法运作都与司法独立难以相容，以至于司法独立的程序价值被解读为目的的

追求：“边区司法审判是独立的，但独立不是司法人员的专断，而是对审判负责。”〔２５〕这一背景

决定了雷经天必然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阐释边区政权结构中司法权的地位以及司法系统组织原

则的理论根据，并具体化为边区实践。〔２６〕

其一，政治指导向行政领导的转化。对于边区政制中司法从属于行政的权力配置关系，雷经

天深为认同，并从权力来源的角度来解释其合理性：边区政府委员会，其本质就是议会选出的主

席团，实际上它有立法的权力，并管理行政及司法。他通过这一解释把政治指导关系转化为行政

领导关系。雷经天说：在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高等法院组织条例时，“我就明确提出高等法院直接

受边区政府的领导、边区参议会的监督；县的裁判员，就是县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受县长的管

辖。”并说：“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现，适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相符合。”〔２７〕

其二，司法权力的集中。审判、检察、司法行政之间的区别本质上为分工制衡关系。因环境

所限，边区政权建立时，并未成立专门的司法行政部门，而将司法行政归于边区高等法院管辖，

检察权独立行使，审检合署。〔２８〕雷经天认为，检察与审判之间应是分工协作而不是相互制约的

关系。他说：“法院是行使司法职权的机关，它应该对人民和法律负责，法院的检察和审判工作

就是根据法律行使司法职权的活动，当属于司法职权的范围，故在法院的组织上，检察处与法庭

应并列一起的受法院的管辖，但各自独立行使其检察职权及审判职权。两者的工作关系不应互相

牵制，而是互相辅助，惟有这样，司法的职权才能够统一。”〔２９〕因而，１９４１年春，李木庵到边

区后任高等法院检察处处长，检察工作一度步入正轨。“那时李老是检察长，他来审查案件，提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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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艾绍润主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２０页。

全宗１５－９６。

前引 〔１１〕，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

雷经天在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法院虽然没有中央 （指国民政府中央 笔者）直接领导，但高等法

院是边区政府主席团做指示的，是民主集中制方式领导的。”全宗１５－８８。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全宗１５－８９。

见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前引 〔２３〕，艾绍润主编书，第２５页。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全宗１５－８９。



出意见，有不对的再重审。当我们两个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就把两人的意见都写出交政府审查。”

雷经天对此表示出不理解和异议： “我觉得这是重复的东西，在一个机关为什么要搞的这样？！”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高干会后，在领导一元化和整风审干的背景下，雷经天进一步主张废止检察制度。

他认为，审判与检察的分立导致互相掣肘，干涉群众诉讼，影响司法效率。而边区司法通过调查

研究，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方式就能够为群众解决问题。“因此，检察制度就没有继续存在

的必要。”〔３０〕

雷经天还特别强调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的集中。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边区第一届司法会议召开时，

雷经天为会议主席团主席。会上，任扶中等人提出 “陕甘宁边区司法权之行使应统一于边区高等

法院案”，旨在明确司法权限，保障人权。但主席团意见中补充道： “无论司法行政、审判及判

决、执行都有权管理，均应集中在一起。”〔３１〕这一观点在 《关于边区司法工作的检查情形》中也

显示了出来。报告中对鲁佛民、朱婴等提出的在边区设立专门司法行政机关的建议，明确提出反

对，认为这将会导致司法行政脱离边区政府的领导。〔３２〕

其三，审级体制中的集中。对于审级制度，雷经天认为，边区的司法工作是属于边区政府

的，既反对与国民政府最高法院衔接形成三级三审，也不赞成在边区实行三级三审制，边区的社

会状况适宜于采取两级两审。同时，以边区政府接受不服二审的民刑案件，命令原审机关重审或

自行处理，并有死刑案件的复核权。各县死刑的判决由县裁判委员会决定，但必须呈请边区政府

批准；案件的审理经过，也须按月呈报边区政府备案。〔３３〕这种变通措施既可以避免因三级三审

的程序繁琐而致使案件拖延，又以政府审查保证了审判的正确。因而，“在高等法院判决后，你

不服的话，可到边区政府去解决。政府只是审查判决的对不对，可以加以指示，由主席批示，法

院就按照批示，应该重新审判的就审判。表现出来是两级两审的形式，实际上是三级三审。”〔３４〕

以此来看，边区审级体制建构的原则在于强化行政对于司法的领导，以政府领导来保证司法

正确。

可见，无论是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审级制度的建构还是审判、检察与司法行政之间

的关系，雷经天的理解都首先是从权力集中的角度出发，几乎没有考虑到权力之间的制约、司法

的独特性以及审级制度设置的法学原理。

（二）司法人才观：从清一色到两化

法官的素质决定着司法的质量和效率，但法官的素质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边区

的法官队伍受边区极端落后的经济文化环境的制约，整体文化水平很低。雷经天对边区第一届参

议会的司法工作报告中坦然说明了这一点：边区二十县的司法干部全部是工农分子，没有中学生

出身的，文化上一般说不高，没有哪一个人研究过法律，没有当过法官。他们的文化水准就是能

看懂文件，以及做简单的报告。〔３５〕在李木庵上任之前，这支队伍是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力量。

相似的革命斗争经历、法制初创时期的艰苦与共，也使雷经天与这些工农司法干部之间有更多的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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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边区政府中部分领导人对于检察制度的看法与雷经天类似，如谈到检察制度时，南汉宸插话说：“这种检察制度是资

产阶级的干涉制度”。全宗１５－９６。

全宗１５－９３：《边区高等法院司法会议提案，第四次政务会议司法工作报告即第１０１次院务会议记录》（１９４１年１０月）。

雷经天：“关于边区司法工作检查情形”（１９４３年９月３０日），全宗１５－１４９。雷经天说：“在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

明白规定，边区高等法院受边区参议会的监督，边区政府的领导，但这都不算数，必要在高等法院的头上设立一个

代表中央的司法行政机关，离开边区政府的领导而独立……。”

雷经天：“改造意见”，全宗１５－１４９。

全宗１５－９６。

全宗１５－８８：《雷经天院长在边区参议会上关于司法工作的报告和改造边区司法工作的意见》。



共识与阶级情感的认同。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根据地抗日民主的新气象及中国共产党大量吸收

知识分子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其中包括一批受过法律专业高等教育的知识分

子。但由于不同的知识水平、生活背景等因素，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隔阂，因而提高

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平、加强知识分子的实际经验及促进两者的融合，是当时党、政、军各方面培

养干部的明确方针。〔３６〕

法律专业知识分子的到来，给边区司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批评边区司法沿袭 “游

击作风”，司法人员素质太低。以雷经天带职学习、李木庵代理高等法院院长为标志，边区开始

了大刀阔斧的全面司法改革，对司法队伍也进行了大的调整。高学历知识分子主要充实了高等法

院、审委会及地方法院。但这些人员调整仍无异于一场猛烈而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工农分子司法

人员与知识分子司法人员之间、法官的大众化与专业化之间的冲突凸显，雷经天自然成了工农分

子司法人员的代言人。

雷经天认为，工农分子司法干部有其优势和特点。１９３８年时，雷经天在 《陕甘宁边区的司

法制度》一文中就指出： “现有司法干部多未进过专门学校，主要的是依靠他对于人民、民族、

国家的忠诚，获得人民的信任，由边区的人民选举出来，再根据他的能力分配以适当的工作。”〔３７〕

１９３９年１月的参议会上，针对外来知识分子对边区司法人员的激烈批评，雷经天反驳道：说这样

的干部要不得，是不了解我们干部的能力。我们的工农司法干部有能力、有资格做司法工作。这

体现在：他们是从群众中间出来的，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他们忠心民族解放事业信仰，处理案

件有立场，能为群众做事，能够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们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升官发财的

思想；他们是在革命这座熔炉中锻炼出来的，在斗争中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过

去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解决群众的司法问题。因此，他们的能力并不比大学生、留学生

差。同时，雷经天也并不隐讳工农司法干部的缺陷，指出其中有不少人文化水平偏低、处理事情

简单化、工作方式方法上需要适应抗战的新环境等。但他认为，这些缺点是能够克服的，可以通

过司法短训班的形式来解决。〔３８〕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的边区司法会议、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的政府司法工作检

讨会议上，雷经天坚持了他的上述看法。

另一方面，受当时环境及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雷经天也一再表明，欢迎具有法律知识背景

的人才加入司法队伍以促进边区司法的发展。〔３９〕１９４３年，他进一步提出 “工农分子知识化，知

识分子边区化”的主张，认为工农分子应该努力增进法律知识，而知识分子则需要多了解边区情

况。〔４０〕但是，在战时背景下，无论是工农分子的知识化还是知识分子的边区化，都缺乏必要的

条件，所以，“两化”也就只停留在了目标层面。

实践中，雷经天对于外来知识分子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和做法。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战

争环境及边区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使他对于外来知识分子始终怀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和怀疑、

防范的心理。与李木庵到处搜罗、信任和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雷经天对于知

识分子的使用极为有限，尤其对审判这一重要职位。在他担任高等法院院长的前五年，具有较高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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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参见姚仲明、王泽民：《党校的文化教育与艺术创新》，载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集），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６页。“军委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干部的指示”（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６日）中明确提出了军

队中的 “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１４页。

前引 〔４〕，《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第１６８页。

全宗１５－８８。

前引 〔４〕，《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第１６８页。

全宗２－６８０。



学历或法律知识背景的人员直接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仅有任扶中一人。〔４１〕１９４３年底的司法检讨

会议上，雷经天谈到了司法人员的任用问题：“在我手上干部的使用是这样的，工农干部尽可能

的培养和提拔。”之前的另一篇文章中，雷经天说：“至于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我们也一样的使

用，但没有经过长期考验，政治面目还不清楚以前，我是不敢付以重大责任的。”〔４２〕１９４３年初，

雷经天回法院领导整风审干工作。〔４３〕审干的结果是：法院３６个干部中，有１７个人被认为有政

治问题：复兴社三个，ＣＣ六个，蓝衣社一个，国民党一个，托派一个，自首叛变的两个，别动

队一个，其他国特两个，还有三个嫌疑分子。雷经天总结说：“现在算起来可以说，在外来的知

识分子干部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是少数。”因此，对于外来知识分子，

雷经天采取了戒备、防范和限制使用的手段，如对朱婴任教司法培训班，“我当时感觉到不合适，

但因没有人，也不得不叫他教一点算一点……”； “郭钢钟是由陕公来的，经民政厅介绍来法院

的。我一问他是进过外国语训练班的，我就知道他有问题”；谈到任扶中，“他在工作上表现很积

极，但是在政治上我们是没有相信他的。”等等。〔４４〕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雷经天对待知识分子司法人员的做法较为偏激，但他力主以工农分子为

主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乡土环境的革命过程中，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革命政权及解纷止

争，前者需要从革命的目的及利益出发，后者则需要了解那些在乡土社会中真正起作用的 “活

法”。土生土长的工农司法人员，虽缺乏法学背景及现代司法技术，甚至于写不出一份像模像样

的判决书，但他们的出身和革命历史，使他们天然具有革命的立场，对本地风土人情熟稔于心，

这使得他们具有外来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优势。

实质上，司法服务于革命大局的目的性及民主集中制下的边区审级体制和运作模式，淡化了

司法人员素质对于司法的决定意义，也决定了对于司法人员的选拔方式。在 《新民主主义的司法

制度》中，雷经天提出了司法干部的选用条件：“最主要的必须忠实于革命事业，能够奉公守法，

刻苦负责，并了解新民主主义法律的精神。”〔４５〕之后，又提出八项条件： （１）忠实于中国共产

党；（２）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３）决心为边区政权服务；（４）愿意为中国革命奋斗；（５）密切

群众联系；（６）廉洁刻苦，积极负责；（７）奉公守法，持正不阿；（８）才干相当，品质正派。〔４６〕

在１９４３年底司法工作检讨会议上提出的八条则是：大公无私，严正，廉洁，敏感，果敢，毅力，

细心，谨慎。〔４７〕表述虽不尽相同，但主旨并无二致，都只关注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个人品质。林

伯渠在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的报告 “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阶段问题”中，也曾谈到干部选拔条件：

（１）忠实于民族人民；（２）与民众有密切联系；（３）有政治远见，能克服困难；（４）负责肯干，

有工作能力；（５）廉洁，刻苦；（６）积极学习，要求进步。〔４８〕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两者的相似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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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任扶中 （１９０８－１９８０），安徽太和人，中共党员。安徽大学法律系毕业，长期任边区高等法院推事、法庭庭长等，解

放后曾任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首任院长，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雷经天：“改造意见”，全宗１５－１４９。

雷经天：《自传》，载前引 〔１〕，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书，第１５１页。

全宗１５－９６。朱婴，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时为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秘书，解放后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主任及校党

委书记等职；郭钢钟，时为高等法院行政人员。全宗１５－１１７：《雷经天院长离职去中央党校学习向李代院长移交的

档案、图书、财产清册和干部名册》（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曾在审干期间兼任总学委秘书的吴良珂回忆说：“高等法

院曾经认为，‘外来知识分子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问题’，是 ‘左’的出奇的。”见吴良珂：“在陕甘宁边区时的优

良作风”。前引 〔３〕，中央档案馆编书，第４９１页。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全宗１５－８９。

雷经天：“改造意见”，全宗１５－１４９。

全宗１５－９６。

前引 〔９〕，《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二辑），第１３４页。



之处，但林伯渠所指的是一般干部选拔需遵循的标准，或者说是前提性标准，雷经天所持的是特

殊性标准。显然，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在此被遮蔽了。

（三）司法依据观：“六法全书”援用中政治立场与司法实践的适度分离

作为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六法全书”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平，体现了外

来法律与传统法律的有机结合。国共合作使 “六法全书”在作为国民政府一部分的革命根据地具

有了合法性，但一国两制的格局又使其在边区的境遇非常尴尬，并不是简单的拿来即用的问题。

“六法全书”无法且实际上也没有出现在根据地的宪法性文件如施政纲领等文献中，而是主要出

现在司法机关的文件如高等法院的工作报告、指示中。革命法制初创、法律规则供给不足的现实

也使边区司法实践中有选择性地援用 “六法全书”的需求。

雷经天在１９３８年即提出，对国民政府法律的援用须结合边区环境、抗战需要及当地的具体

情形。首先，将国民政府法律体系作为边区法律的渊源之一，确定其在边区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雷经天指出，边区法律的渊源有：（１）边区已经颁布的各种法令； （２）国民政府不违反抗战利

益、人民利益的法律；（３）当地合理的、进步的、多数人赞成的习惯。〔４９〕其次，有条件的补充

性援用。雷经天始终强调，不能机械地照搬国民政府法律的条文，必须是有条件的适用，即要适

应于抗战团结的需要，适应于民主政治的需要，适应于边区历史环境的需要，适应于群众利益的

需要。补充性的援用而不是替代性的援用，这是雷经天和其他一些主张司法改革的外来司法人员

在引用方面的重要区别。〔５０〕

实践中，边区司法机关也援引部分国民政府的法律作为依据。从判决书中可见，１９３７年就

有援用的例子，尤以１９４２年下半年至１９４３年为盛。由于司法人员的素质所限，这种援用有不少

是形式上的。〔５１〕

但是，阶级意志法律观使边区对于六法全书的援用始终与政治问题无法分开，这也是雷经天

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共合作前期，雷经天在多种公开的文件中均表明边区司法中应援用国民政府

的法律，同时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雷经天也提出：“在国民政府未正式承认边区政府之前，明

白宣布国民政府的法律不适用于边区。”〔５２〕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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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前引 〔１４〕，《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雷经天：“改造意见”，全宗１５－１４９。雷经天在各种报告文章中多次述及援用原则，一般是四项原则，有时为五项

（包括 “适合于革命的三民主义”），内容基本一致，措辞稍有变化。照搬国民政府法律的观点，或者说替代性援用，

是指雷经天对外来知识分子援用观的看法。鲁佛民等人认为：“因边区政府为国民政府一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地方政

府，所以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律，一般可以适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司法大部分是适用的”等，见鲁佛民：《对

于边区司法的几点意见》，《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５日。这代表了李木庵、朱婴等一批来自国统区的具有法律专

业知识的人士的意见。

边区司法实践中较早适用六法全书是在１９３７年，见全宗１５－２８－１：《边区高等法院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４年刑事案件判决

书汇集 （一）》，全宗１５－２８－２：《边区高等法院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４年刑事案件判决书汇集 （二）》。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

援引盛行，但形式上的援引居多。马锡五回忆说：“边区高等法院，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以前，曾指示过各县于判决

时，要批判的引用六法全书条文，六法全书也曾用做司法人员训练班的教材，虽然当时说是批判的引用，批判的讲

授，但考试测验中，根据谁把六法全书背诵默写的熟，即可多得分的结果，是鼓励了六法全书的采用，于是，各县

司法处都买到一本六法全书，视为奇货，虽然运用时，大多数是先确定案情，然后套引条文，但 ‘依法办事’的思

想与 ‘六法全书有他进步的一面’的认识方法，却占着支配中的相当作用，虽然时间只是从四二年下半年起至四四

年春就得到党的纠正，但纠正未彻底。”全宗１５－１５１：《人民法院马锡五在延大关于司法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９４５年１０月的边区推事审判员联系会议上仍然提到适用问题。边区高等法院留存下来的１９４６年的

判决书中未见到引用。见全宗１５－２９：《边区高等法院１９４６年刑民事案件判决书汇集 （一）》，全宗１５－３０：《边区

高等法院１９４６年刑民事案件判决书汇集 （二）》。

全宗１５－１４９。



１９４３年底，边区司法系统的整风结束之后，援用国民政府法律问题成为极为敏感的政治问

题。在边区政府司法工作检讨会议上，将国民政府的法律基本定性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性质的

法律，最终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但雷经天仍然坚持在边区法律尚不完备的情形下，国民党的

法律可以用作参考。〔５３〕由此可见，身为法律实务者的雷经天采取了政治立场与实践需要分离的

态度。

虽然雷经天曾提出在遵守边区政府法规的情况下，可以参考国民政府优待抗属办法、民法债

务编、民法亲属编等，〔５４〕但也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雷经天坦承，补充性援用思想仅停留在观

念中。〔５５〕因战争环境、司法人才缺乏以及高等法院工作的繁复等原因，雷经天任职高等法院六

年期间，未能对援引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制定可操作性措施，以纠正实践中生搬硬套的现象。

（四）诉讼程序观：从司法民主到司法便利

雷经天上任之初正值边区诉讼制度的转型开始，他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如何处理与国民政

府诉讼制度和原苏维埃的诉讼制度之间的关系，二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建立适合边区环境的诉讼制

度。在雷经天看来，外面 （指国民政府）的法庭 “故意摆设庄严的法堂”，手续 “麻烦”，人民怕

告状，“以为告状的事是倒霉”，而边区要 “给人民有自由诉冤的权利”，“给人民最大的便利”。〔５６〕

因而，边区应该在继承苏维埃诉讼制度的基础上，适应抗战需要和边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具有自

身特点的制度。

雷经天关于边区诉讼制度的观点在 《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中已经初具雏形，在之后的多

种报告中进一步完善。雷经天认为，边区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司法应当考虑人民的利益，满足百

姓的愿望，简化诉讼程序，建立便利群众的诉讼制度。〔５７〕这一制度，首先体现为程序便利。如

尽量为百姓提供方便，不讲求诉状形式，不限制起诉主体，不收诉讼费用等。〔５８〕其次，坚持苏

维埃诉讼制度的群众性 （民主性）特点。雷经天认为，最能体现新民主主义司法民主性的形式就

是 “公审大会”，群众可以派代表参加并直接发表意见。〔５９〕此外，民主性还体现在群众通过陪审

员、群众团体的代理等形式参与和监督司法。第三，缩短司法与群众的距离。司法工作需要通过

在诉讼活动中尽量接近群众，民事案件主要以讲道理、调解为主，刑事案件则反对 “苦打成招”，

采用谈话说服、注重事实与证据的搜集等。

雷经天的上述观点不仅体现在实践中，也为边区政府所认同。１９３９年４月４日颁布的 《陕甘

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 “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边区政府对第一、二届参

议会的工作报告、１９４１年５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认同了这一观点，并将便利民众的司法程序视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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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全宗１５－９６。

前引 〔１４〕，《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雷经天在发言中说：“这在去年二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现在重复的提出。这四个原则比较空洞的，不能具体的指

出国民党的法律哪一条适用，哪一条不适用，事实我们没有作到。不过，我们要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是这样提出来

的。”全宗１５－９６。

全宗１５－８８：《雷经天院长在边区参议会上关于司法工作的报告和改造边区司法工作的意见》。

“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是以人民为基础的，人民应有最高的权力，一切制度必要适合于各阶级人民的需要，给人

民以最大的便利，司法制度也是一样。边区的施政纲领特别规定，要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就是为着达到真正

能够保护人民的权利的目的。”雷经天：“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全宗１５－８９。

雷经天说：“边区的诉讼的程序和手续非常简单，诉讼当事人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谁受到别人的侵害，谁就有权向

司法机关控告，请求处理；诉讼词状，不拘任何的形式……所有费用，均由司法机关自行负责……就此也可以证明

边区的司法工作是便利于人民的，一切都是为着人民服务。”等等。《两年半来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工作》 （１９４０年２

月），全宗１５－１５６。

前引 〔１４〕，《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为抗日民主政权司法的特色。〔６０〕主张司法便利，可以说是雷经天司法思想的一大亮点。

大致在１９４１年之前，雷经天只是从满足人民愿望和切合边区实际的目的出发，一味强调司

法程序的便利，而较少意识到程序规则对法律的有序运行及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缺乏程序规范

的司法实践不仅引发了诸如审级混乱、当事人缠讼、司法人员不堪重负、司法的权威性受到质疑

等问题，也遭到了来自国统区的一些法律人士的尖锐批评。〔６１〕雷经天虽然认为这些批评不完全

符合实际，但也受到一定影响。１９４１年后，雷经天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初步认识到了相对

规范的司法程序对于稳定司法工作和保障司法权威的重要性。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第一届司法会议的

报告中，雷经天明确指出：司法审判活动的所有环节，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无论是起诉、询

问或审判、制作判决书、送达、上诉等环节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在处理问题方面要规矩，不

要马虎”，“在必要时还是可以采取这个方式 （指摆法庭）”。〔６２〕

雷经天在实践中虽然意识到了程序的价值，但总体上主张建立与当时环境适应的、群众性

的、便民的诉讼制度，是一种整体简化诉讼程序的观点。虽然在适应环境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在边区诉讼程序尚未建立起来的阶段，提出这样的观点，必然不利于革命根据地诉讼程序的

建设。

从司法组织到诉讼程序，雷经天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中的这几个方面相互关联：强调司法的

政治性和镇压功能，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构建司法组织，强化司法人员选任中的政治要求而淡化

专业知识的需求，低文化素质的法官群体面对复杂的六法体系也导致了援用中的形式化，降低了

对于诉讼程序要求。上述内容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构成了雷经天司法思想的完整体系，并由

于其领导人的地位而对边区司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雷经天司法思想的特点、成因及历史地位

（一）主要特点

综观雷经天新民主主义的司法思想，其司法观及主要内容中贯穿着两个鲜明的特点，即革命

性与实践性。

其一，革命性。雷经天是职业革命家，他处处以革命的思维来看待司法工作。这一点首先

表现为他将一般的革命理论与经验用之于司法工作。如他将革命组织的一般原则 （民主集中制

原则）运用到司法组织的建构中，以一般革命干部的选拔标准来选任司法干部等。雷经天革命

性思维的另一种体现是，习惯于从敌我两分的角度分析和处理司法问题。如一味强调司法干部

的 “革命忠实性”，以及坚持六法全书援用中的政治立场等。革命性思维的反面则是他的法学

专业的理论与知识基础的薄弱，导致其对于一些司法问题的认识有简单化和误解的现象。如他

从权力集中、人人平等出发，主张所有的诉讼行为 （刑事、民事、行政及军事）均囊括于法院

的管辖之下，而没有意识到各自的特殊性；他还认为检察与审判之间应是互相辅助而非制约的

关系等。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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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林伯渠在１９３９年１月对第一届参议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司法的特点之一是 “处理案件不拘形式，一切为了

人民的方便”。前引 〔９〕，《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４４页。在１９４１年５月的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

再次指出：“取消讼费及官僚手续：法庭对诉讼当事人无任何限制，诉讼状词不拘形式，不能以不合格而不受理，不

能写的口头申诉，由书记记录，即为有效。一切抄写传讯、侦查、检验等费用，均由司法机关负责，不得向当事人

需索分文。同时在进行诉讼中也尽量顾到人民的便利，不使人民费事费时。”同上文件选编 （第三辑），第２２２页。

雷经天在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司法工作报告中说：“外边的人说我们边区是没有法律的地方，说我们这里可以无法无

天，但事实上也不是这样。我们处理一切事情，都有法律来做根据的。”全宗１５－８８。

前引 〔１４〕，《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其二，实践性。雷经天的实践性思维也有两个方面，一是边区司法实践的反映与总结。如他

的司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各种司法工作报告及会议发言中。他所坚持的一些主要观点，如司法的政

权地位、组织原则、审级制度、对于国民政府法律本质的分析以及司法的便民原则等，与边区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如出一辙，司法便利更成为施政纲领中的规定。另一个方面是他个人实践经

验的总结。长期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这一重要职务使他的一些思想能够影响甚至直接付诸实

践，如他对于司法干部的选任以及实践中对于工农司法干部的信任和依赖，使得边区司法队伍中

长期保持了以工农干部为主的做法等。因此，他的司法思想不仅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或官方观

点，也是边区和他自身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

在紧张繁忙的战争年代，作为法律实务者的雷经天，其司法思想的提出多出于被动的工作需

要，而非主动的理论构想。无论是司法审级的建设、司法运作的方式，还是 “六法全书”的引

用、诉讼程序的建设，他都只提出了粗略的、宏观性的思路。在新民主主义的大方向下，如何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与边区司法的实践结合起来，将宏观思路具体化，为立法提供具体参

考，为司法提供可操作性的规定等，雷经天没有能够做到。

（二）个人因素

影响雷经天司法思想的因素除了前文述及的理论、制度及社会背景之外，个人因素也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雷经天的革命生涯、知识背景、司法经历及个人性格等都在其司法思想的

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１．革命生涯。雷经天的革命经历丰富而曲折。在厦门大学曾因不满学校当局辞退教授而率

离校学生团离开厦大，在大夏大学又因参加反对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先被记过处

分，继而被开除学籍。任右江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期，因不同意将地方赤卫军全部编入红七

军，及反对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北上去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被戴上 “本位主义”、

“反对扩大红军”、“右倾保守”等帽子，撤去党内外职务和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工作人员，到中

央苏区才得以平反。旋又因当时王明 “左倾”错误的影响，红七军被怀疑是国民党改组派，雷经

天再次被捕，被开除出党，以伙夫身份随军长征到达陕北，直至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筹备期间才被

甄别平反。可以说，进入边区高等法院之前，雷经天一直都是一个党性坚强、立场坚定、经历坎

坷的职业革命家。

２．知识背景。雷经天１９２３年暑期进入厦门大学学习，习理科。次年转入大夏大学。１９２５年

暑假前即因参加进步运动被开除学籍，结束了两年的大学生活。

３．司法经历。右江革命根据地存在的一年中，曾颁布了 《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土地法

暂行条例》、《区乡苏维埃条例》及 《公耕条例》等法令并组织实施，对新生的民主政权法制作了

探索和尝试。雷经天回忆说：“在苏维埃政权工作中，在广西作过一个时期的司法工作，那时很

多案子主要是我自己负责的。”〔６３〕这是他在任职高等法院之前仅有的与法制相关的经历。

雷经天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虽长达六年，但因抗战时期的高等法院是综合性机构，集审

判、检察、司法行政及狱政管理于一身，还要承担生产自给、抗战动员及参加各种政治性活动。〔６４〕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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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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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宗２－６８０。参见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前引 〔１〕，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书，第１８７页以下；另见陈其钦：

《记上海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雷经天》，《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９期。

以生产自给为例。１９４１年，边区政府给法院分配了特等生产任务：“解决３４５个犯人的所有衣服被褥和法院全部经

常费的自给，总任务为５８７００余元。由于各方努力，任务是超过了。”全宗１５－５２７：《边区高等法院１９４３、４４年生

产检查总结》。１９４２年，雷经天、李木庵交接时，移交名单上列举的高等法院所属的生产性部门有：纺毛工厂，安

塞农场，安塞粉坊，纸厂，延安商店，绥德商店等。前引 〔４４〕，全宗１５－１１７。



作为一院之长的雷经天必须顾全大局，工作极为繁重，根本无暇研究法律理论。雷经天领导边区

司法正规化改革的初期，将司法正规化误解为厘定繁复而不切实际的行政管理细则一事就是最好

的说明。〔６５〕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多年，雷经天对于一些基本的法律问题甚至是常识性问题缺

乏正确认识，直至１９４４年９月，经雷经天签署的高等法院司法工作报告中尚有针对改革时期的

如下批评：“在上诉期间，机械的执行上诉期间的规定。凡上诉逾期，即予以驳回，不问其内容

事实，问题之解决与否。在判决书上，还专门刻一图戳，载明 ‘若一方当事人不服判决，应于接

获判决书之翌日起××日内向本院声请上诉，以便将案卷转送审判委员会。’这似乎是惟恐当事

人之不上诉，惟恐上诉案件之太少似的。”〔６６〕其法学修养之不足由此可见一斑。

４．急躁、狭隘的性格。雷经天在自传中曾记述了边区作风检查中对他的评语：立场坚定，

作风有些急躁，工作没有问题。〔６７〕雷经天在高等法院干部审查中的做法当时即被认为是 “左得

出奇”。雷经天自言谢觉哉曾批评他 “无容人之量”，指不能容纳知识分子干部。〔６８〕朱婴也在给

雷经天的信中直言其 “主观太强，不能容纳或虚心研究不同的意见”等。〔６９〕这说明雷经天性格

中确有急躁激进的一面。

上述背景对于其司法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长期的斗争生涯和曲折经历，使雷经天具有

坚定的党性；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使其思想的框架与发展方向与革命政权保

持了一致，也使他熟悉和习惯于运用斗争手段来处理一些问题。〔７０〕法律专业知识与理论的不足、

立场的狭隘与急躁的个性，拘束了他的视野，限制了其人才引进与使用，也使其司法思想显现出

对革命的普遍理论与法律的专业理论结合不够，以及仅仅停留在宏观性思路层次的缺陷。这既是

他个人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

（三）历史地位

雷经天的司法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反映了先进的政治方向、具有民主与创新的价值，满足

了战时权力集中和凸显法律专政职能的现实需要。他不仅对边区司法制度的创建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其思想也应在革命根据地法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笔者以为，雷经天司法思想的贡献主要在

于他最早提出了 “新民主主义司法”的概念，并对新民主主义司法实践中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的司法思想是在继承苏维埃司法制度的基础上，对于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

义司法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运用到司法制度的建设和理论论证之

中，最早提出了 “新民主主义司法”这一重要概念，并对其性质、功能与特点进行了分析。在这

一核心概念的统率之下，对于边区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实践经验进行了归纳。他的思想继承了原苏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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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边区高等法院在１９４２年前五个月的工作中，司法制度正规化努力体现在高等法院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上。以劳动生

产所 （即监狱服刑人员生产队）为例，不仅制定了很长的工作细则，还制定了各种规则十余种，如办公规则、会议

规则、课堂规则、劳动规则、保管规则、厨房规则、俱乐部规则等。雷经天： “三十一年六月以前本院工作情况”，

全宗１５－１８５：《边区高等法院１９４２年工作计划及工作报告》。

全宗１５－１９３：《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两年半来的工作报告》（１９４４年９月３０日）。这是雷经天复职后的高等法院司

法工作报告，内容虽然不是雷经天执笔，但有批示：“照缮 经天 九、三十”。

前引 〔１〕，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书，第１５１页。

全宗１５－９６。

全宗１５－９７。

比如，对于司法改革中出现的理论与方法的分歧，雷经天认为是企图 “分割边区整个的政权，实现消灭边区的阴

谋”。１５－１４９。雷经天的斗争思维在另一件事情上也体现了出来。解放后，雷经天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

在季万与沈才英离婚案判决后的讨论中，曾复信其办公室主任组织力量积极参加，最后给批评者以 “歼灭性打击”。

因言辞过于偏激，被定性为 “不择手段地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为此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参见 《中共上海

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关于雷经天同志的复查报告》，前引 〔１〕，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书，第１６３页。



维埃法制中的司法服务于革命大局、以专政手段维护社会秩序和体现民主性与群众性等特点，明

确提出了 “司法工作是在政权工作的整个领导之下执行政治任务”的观点，丰富了政法传统的内

涵。其中的一些观点，如援用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主张六法全书援用中政治立场与司

法实践的分离，提出简化诉讼程序、便利民众、服务民众等观点，尽管有些粗糙简陋，却不乏创

新性和务实性，且影响深远，不愧为一种特点鲜明的司法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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